
第一章

一國兩制下的社會與媒介變遷

R
李少南

香港自1997年回歸中國至今18年，中國對香港承諾的「五十年不

變」已過了三分一的時間，而香港社會亦開始出現了重大的改變，一

國兩制的實施受到空前嚴峻的考驗。隨着香港及中國社會的變化，香

港傳媒也踏入了新的時期。

回歸前，香港媒體忐忑不安，因為中港兩地的傳播制度大不相

同。中國的媒體一直為官方控制，是政府的宣傳工具；而香港則以私

營報業為主導，媒介的觀點不須依從官方，相反地，批評政府及其施

政，是報界認為理所當然的事。

回歸後的最初幾年，媒體早前的擔憂似乎是過慮。香港的新聞及

言論自由並沒有消失。雖然中央政府曾數次干預傳媒對台獨言論的報

道，但是大體而言，香港媒介仍是暢所欲言的。

在英國統治者撤出香港之時，香港已形成了獨特的社會及文化

特徵，這些特徵影響着香港媒體的運作。以下將以這些社會及文化特

徵，探討香港媒體在回歸中國後的轉變及趨勢。

當英國結束在香港的統治時，香港社會有如下的特徵：經濟上實

行資本主義，政治上出現了代議政制的雛形，司法上以英國普通法為

法治藍本。媒介有採訪、編寫及散佈消息的新聞及資訊自由。文化

上，全民接受九年免費教育，並享有言論自由。更重要者，大部分人

有明顯的有別於英國人，或其他地方中國人的「香港人」身份認同。在

歷史演化下，回歸時，香港人已擁有了與內地人明顯不同的制度與核

心價值，包括獨立的司法制度及法治精神，私營為主的報業機構及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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聞自由，廉政公署及廉潔奉公的意識，自主的學術機構及學術言論自

由，還有就是各類型的專業團體及其所奉行的專業操守等等。這些特

徵影響着香港媒體的形態及運作。

資本主義下的媒體

回歸前，香港的主流媒體都以商業模式運作，包括報紙、電台、

電視及雜誌。由於歷史、財政及地理資源的因素，九七前的港英政府

一直奉行「積極不干預」的政策，即盡量讓私人企業發展經濟及社會事

務。在媒介方面，港英政府也只是擁有香港電台及其下屬的電視部，

並透過政府新聞處影響媒介的新聞發佈。香港絕大部分的媒介都是私

人企業，以商業模式運作。黨派媒介只有幾家，它們的社會影響甚

微。

回歸前，香港已進入富裕社會的階段，平均國民生產總值已超

越西方一些先進國，包括澳洲及英國。但另一方面，由於回歸的種種

問題及中英雙方不斷爭拗，再加上1989年「六四事件」引發的政治動

盪，當時的香港社會極度不安。香港民眾在這種環境下急劇政治化，

六七十年代的政治冷漠文化，在極短時間內蛻變為激進的政治訴求。

社會開始轉型，原來保守因循的媒體已不能配合時代的需要。結

果1995年出版的《蘋果日報》，將舊有的傳媒生態徹底改變。一方面，

它把當時社會的反共情緒有效強力地宣洩出來。另一方面，它的版面

設計、編排、色彩、圖片及內容，都給人耳目一新之感。可是，它也

把所謂「巿場導向」的內容發展至極端，令香港報業出現前所未有的

「大報小報化」現象。以往一些不堪入目的小報，都有清晰的定位，它

們也沒有意圖要進入家庭。可是回歸前數年起，由於《蘋果日報》的帶

動，頗多大眾化報紙都採用「大小通吃」的方針；一方面刊登道貌岸然

的政經評論及知名作家的專欄，另一方面，將血腥色情的內容，甚至

召妓的資訊，充塞版面。

「大小通吃」的策略，果然奏效。回歸前後短短數年間，不少老化

報紙被淘汰，《東方日報》、《蘋果日報》及《太陽報》在2001年之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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佔去全港報章70%至80%的銷量。剩下的巿場空間，由多家報紙艱

苦經營。97年末出現的亞太區金融風暴，令到原已競爭劇烈的巿場空

間，進一步萎縮，多張老牌報紙如《星島日報》、《成報》、《新報》，紛

紛轉手。

傳統上，報業公會會員聯手協議訂定報價，但這種行會壟斷已遭

破壞，各報開始自行釐訂售價，除了在價錢上競爭外，內容的競爭也

因售價不同而顯得更加重要。資本較少的報紙不能長期降價，也不能

加強編採寫及美工的內容，結果只有關門或轉讓他人。回歸前後，香

港報業已出現弱肉強食、巿場導向、煽腥色內容充斥版面的局面。

煽腥色媒體內容之所以出現，除了是因為巿場競爭之外，也與政

治前景不明有關。大眾傳媒在回歸前，普遍對前景不抱樂觀態度，其

中一些開始迴避政治爭論，避免日後遭受報復。但另一方面，當時巿

場政治氣氛濃烈，迴避政治議題，會令讀者受眾流失。因此，風花說

月、小道奇聞、低級趣味等，皆用來留住受眾，維護經濟上的利益。

事實上，在回歸前，兩家無線電視台已是始作俑者，創製所謂

「娛樂資訊」（infotainment）的節目。其中典型例子為TVB的「慾海肥

花」，以新聞特寫的形式繪影繪聲地，細說一位肥胖而貌醜的奇女

子，如何兜搭不同的計程車司機，並與之發生性關係。這些節目的收

視率，一般頗高。另一個例子是粵劇紅伶新馬師曾的家庭糾紛，傳媒

一直追蹤報道達半年以上，全港一時間鬧得熱烘烘的。

代議政制初階下的媒體

在香港將要回歸中國的十數年間，港英政府匆匆推行民主政制。

原來操縱在英國殖民主義者手中的政治權力，逐步下放。從八十年代

初開始，港英政府引入區議會、巿政局及立法局的三級議會制度，還

把擁有立法權的立法局議席開放選舉。但是英國人並不真心還政於

民，他們只在即將離港前二年，才把立法局推向全面直接選舉。中國

方面也不喜歡香港實行全面直選，因為這樣會令中方難以控制香港的

政治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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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港英政府撤出之後，中國立即廢除前任港督彭定康的政制改

革，將立法會的選舉模式依《基本法》改成「鳥籠民主」的格局。在立

法會60個議席中，直到2008年，只有不過半數的議席由地區直接選

出，其餘30席由功能團體及選舉團選任。2008年以後的情況，則在日

後才決定。行政首長更只由800人組成的選舉團選出。這些功能團體

及選舉團的組成，大都在中方控制之下。此外，立法會議員的個人提

案，須分別在功能團體產生的議員組別及直接選舉、選委會產生的議

員組別中過半數通過，才可成立。政府提出的議案則只須全體委員過

半數即可。換句話說，若非政府自己提出的議案，獲得通過的機會甚

微。這是所謂「行政主導」的設計，實質上即是中方屬意的政府主導。

在這種「鳥籠民主」的格局下，媒介的角色充其量只能發揮批評

及監督政府的作用，對政治權力的更替起不了直接的影響。原因是儘

管媒介反映了民意，眾望所歸的立法會議員或行政長官人選，也不一

定能透過民主選舉議政執政。傳媒只能扮演批判政府的角色，與不符

民意的官員及其施政唱反調。在香港回歸前後的時間，媒介正是扮演

着這種角色。媒介雖然不能直接影響權力的更替，但喧鬧之聲不絕於

耳。加上部分地區直選出來的議員經常猛烈批評政府，給媒介提供了

極佳的素材。

回歸後的代議政制雖然只處於初級階段，但是政黨政治已因立法

會部分議席由直選產生而出現。政黨對政府的批評已成為常規，傳媒

亦把這些政治批評作為新聞報道的日常材料。在香港回歸後，雖然煽

腥色的新聞內容仍然大行其道，但是政治批評，尤其是針對特區政府

的批評，絕不少見。媒介仍然享有相當大的新聞自由。

法治下的媒體

很多具有殖民色彩不合時宜的法例，在英國統治者撤出香港前

十年左右，逐步廢去。基本上，英國人在香港留下一套頗為完備的法

制。香港傳媒在英國的普通法下，受到一定的制約。例如誹謗、不雅

及色情內容、侵犯版權、蔑視法庭、刊登不良醫藥廣告等有關法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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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對傳媒有一定的限制。其中誹謗及不雅內容的官司，是傳媒經常面

對的訴訟。回歸前後，除了有個人對媒體提出誹謗訴訟外，也出現了

媒體控告媒體的情況。東方報業集團及它旗下的一些刊物，曾牽涉數

宗與其他媒體訴訟的案件。它們也多次控告或發律師信給媒體上發表

文章或言論的作者，指他們誹謗。由於誹謗官司費用龐大，而且花費

時間，對很多人來說，是負擔不來的。這種控告媒體或媒介評論者的

做法，對批評媒介的言論空間，有「冷縮」的效應。

另一方面，英國法例並不像美國法那樣，有明顯條文保障私隱

權。由於報業競爭激烈，揭發名人私隱是吸引受眾的一貫手法。日夜

跟蹤社會名流及演藝人士的所謂「狗仔隊」做法，是回歸前後媒介常用

的伎倆。結果引來多方憤怨及投訴，最終導致法律改革委員會於1999

年8月，提出成立「保障私隱報業評議會」的建議。此議一出，立即引

起報界的強烈迴響。傳媒業界一致反對政府委任的報業評議會，認為

此舉將會危害新聞自由。報業公會最後成立自律組織，自我監管屬下

的報章。可是銷量最大的三張報紙《東方》、《蘋果》及《太陽》都沒有

參加這個自律組織，而當時大部分對報章的投訴，卻與這幾家報紙有

關。

香港文化與媒介

在六七十年代以後，香港社會形成了本身的獨特文化。回歸以

後，中港兩地的文化衝突，在傳媒內容及操作上反影出來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從國內湧至香港的人口劇增，做成很多

經濟及社會問題，故此港英政府在1950年4月關閉中英邊境，中港兩

地人民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樣自由出入。自此，香港的人口穩定下來，

土生土長的新一代人數慢慢超越中國出生的居民。到七十年代之時，

由於中國經歷了十年大亂，而香港卻在此時經濟起飛，中港兩地的政

治及經濟差距，越拉越遠。加上香港本地的大眾文化，透過電視的推

動，蓬勃發展，香港人逐步形成本土身份的認同。有研究顯示，香港

人自認為勤奮及適應力強，而大陸人則教育水平低，專制而且貪污。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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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中國實施改革開放之後，香港人見到的是一個貧窮落後、官僚

專制的大陸社會，它令香港人進一步感到中港兩地的差異。此外，自

1967年香港左派暴動之後，香港一般人對中國共產政府不存好感。香

港人的反共情緒在中英爭拗及「六四事件」的影響下，在回歸前一度達

到頂峰。

香港媒體在回歸前的政治主調，配合着香港人的情緒及訴求，以

香港為本位，強調民主抗共、質疑一國兩制、排拒京官，突顯中港兩

地的政治、經濟、法律及文化差異。這種主調在回歸後才開始改變。

回歸初期，原來鬧哄哄的中英爭拗一下子沉寂了。媒介及香港巿

民都對新政府採取觀望態度。香港特區的新領導人及其班子呼籲香港

人關注民生，不要讓香港成為政治城巿。話尤未已，一場席捲亞洲的

金融風暴吹至香港，令香港的政經形勢大大改觀。

金融風暴在97年中剛起之初，大家都不以為意，以為只是亞洲發

展中國家才有此問題。香港這時的地產巿道仍然暢旺，股巿仍屢創新

高。但這場風暴不久便把香港的樓巿及股巿推倒，失業率逐步攀升，

經濟自97年底開始衰退。

回歸前，絕大部分香港人只會想像97年後，港人的言論空間會收

縮、政治民主會倒退、新聞自由會被壓抑，結果誰也沒想到，首先出

問題的是經濟。由於地產巿場急速崩潰，物業價值短短一年之內下跌

超過40%，令很多擁有物業資產的人，突然成為負資產階級。在經濟

不景及失業率上升的情況下，社會怨氣不斷累積，政府官員成為出氣

的對象，而媒介便成為發洩怨氣的渠道。

從97年底開始，新成立的特區政府成為巿民及媒介的主要批評對

象。公營部門濫用或浪費社會資源、辦事不力、偷懶、不禮貌、官僚

作風等等，全都成為報章雜誌的重要題材。當然特區政府的措施確有

不善之處，特別是眾多重大政策，如政府年建「居者有其屋」單位八萬

五千個、母語教學、政府部門私營化、中學教師英語評核試、版權法

修訂等等，都沒有廣泛諮詢便倉促執行。結果很多本意良好的政策，

因為推行不當而問題叢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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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經濟下滑，加上新的特區政府缺乏認受性，政施又做得不

好，「關注民生」及「針對特區政府」便成為九七後新聞媒介的新視點。

它們取代了九七前的「關注政制發展」及「抗拒中國政府」的新聞框架。

政府官員在九七之後動輒得咎；坐政府專用車順路買菜遭罵、高官太

太到深圳買冒牌貨遭罵、司長讓秘書打電話回家吩咐私事也罵。食環

署人員不禮貌對待及冤枉巿民、渠務署工人躲懶、房屋委員會轄下樓

宇出現短椿問題，就更引起軒然大波。

這時的電視及電台時事節目也與其他媒體看齊，但是由於電子

媒體都由政府發牌及監管，它們對政府的批評，一般沒報章雜誌那樣

猛烈。其中較為尖銳的時評節目為商業電台的電話接聽（phone-in）節

目，特別是由鄭經翰及黃毓民二人主持的最為鋒利。鄭經翰為商業電

台早上主持的《風波裏的茶杯》在回歸後幾年，一直高踞電台收聽率的

榜首。

公營台香港電台由於九七前未能「公司化」，在回歸後，仍以政府

部門的身份運作。其中較為尖銳的時事節目有電台節目《自由風，自

由PHONE》及電視節目《頭條新聞》。後者在97年後經常受到左派人

士的打壓。這些尖銳的時事節目反映了巿民的訴求，一般為巿民接受

及欣賞。

回歸後的經濟轉變與媒體運作

香港自1997年7月1日回歸中國後，社會上有些情況出現了明顯

的變化，有些則不是那麼明顯。首先，在經濟制度方面，香港仍然實

行資本主義，私營企業仍是經濟的主體，謀取最大利潤是營商的最高

目標，市場以自由主義為圭臬，政府經濟角色仍以維持自由巿場及公

平競爭為最重要。但是整體經濟卻在金融風暴下，持續收縮。原本

在2001年中，香港經濟有復甦的跡象，但9月份發生震驚全球的「911

恐怖襲擊」，香港經濟進一步下滑，失業率在2002年底攀升至7.3%。

2003年「沙士」疫情出現，經濟更是雪上加霜，該年的失業率上升至

7.9%。幸而疫情在2003年下半年開始消退，經濟慢慢復蘇過來，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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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年，失業率回落至3.7%。但不幸地，2008年底又出現了全球性

的金融風暴，把2009年的失業率又推高至5.2%。2回歸後這十多年，

香港經濟就是這樣浮浮沉沉，既沒有長足發展，也不是衰退蕭條。

在經濟不景時，廣告費收縮，市場競爭更趨激烈，商業媒介為

求生存，必須留住讀者聽眾及觀眾，藉以維持廣告收益，煽腥色的材

料在競爭下很難減少。市民關心的經濟問題及政府挽救經濟的措施，

也成為了媒體的重要題材。除了使用譁眾取寵的材料留住顧客外，削

減人手及節省開支成本也是普遍的現象。原來已不大賺錢或虧蝕的媒

體，由於經費減少，質素進一步下降。另一方面，為了生存，媒體大

幅割價以求保住原有的廣告客戶。惡性競爭下，賺錢的媒體也會利潤

下降，繼而影響媒體內容的素質。除非香港經濟能夠持續一段長時間

的好景，又或者有一些媒體整合或結業，減少市場上的競爭，否則煽

腥色的內容將很難減少。

回歸後的法制及政治變化與媒體發展

香港回歸中國以後，政治體制按《基本法》的保守設計，實行「鳥

籠民主」制度。媒介在這種設計下的政治傳播功能，只限於在立法局

選舉時提供候選人的資料、預測誰勝誰負、揭發一些候選人的醜聞或

選舉舞弊的情況等。傳媒並不能協助民意在立法機關裏彰顯，因為民

選議員很難凝聚足夠票數制衡政府。在行政長官的任命上，民意的偏

好更是無關要旨。董建華及曾蔭權都在缺乏政績下連任特區行政長

官，到梁振英時更僅以689票當選，這都說明在「鳥籠民主」下，媒體

不能讓民意彰顯，協助大部分市民支持的人當行政長官。

雖是這樣，香港傳媒仍然十分積極負起監督政府的責任。「鳥籠

民主」下仍有部分議員是透過民主選舉產生的，他們雖然很難左右政

府的決策，但作為在野的反對派，透過傳媒散發的批評聲音，仍是猛

烈的。此外，傳媒亦透過自己的渠道或市民提供的消息，往往能揭發

政府或公職人員的重大過失。

在法治方面，香港回歸後出現了一些令人憂慮的事情。回歸後不

到兩年，星島集團主席胡仙因涉嫌虛報旗下報章發行數字，藉以提高

中
文
大
學
出
版
社
：
具
有
版
權
的
資
料




